
《至正条格》的编纂特征与元末政治

———以 《至正条格·断例·卫禁·肃严宫禁》为例

吴 志 坚

内容提要: 《至正条格》一方面保留元代旨敕反映奏闻过程的基本特征，另一方面

旨敕事由部分被删节。这种处理，应当是有意向唐律靠拢。其中 《肃严宫禁》还反映出

元代奏闻过程不同环节处于不同的空间: 自外而内，依次为 “各门头”、 “主廊”、 “扫

邻”，最后为皇帝所在宫殿。这就是元代的权力空间分布。《肃严宫禁》等材料表明元代

后期奏闻过程怯薛之外的因素在增强。这暗示着元代中后期政治格局怯薛与权相势力消

长的重大变化。这种变化从一直将怯薛视为异己因素的汉制角度观察，是制度更加 “规

范”了。《至正条格》法律编纂 “规范化”的特征与此有着内在的一致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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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发现、整理和公布 《至正条格》元刊本是近年来元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事

件。①它不仅有助于解决元代法律史上若干重大问题，还为我们提供元代后期政治、

社会、经济的重要史料。《肃严宫禁》是其中一则，内容丰富而有趣。本文试图从它

对旨敕的处理上分析元代法律编纂的特点; 从内容上所涉及的各层次宫禁场合分析元

代奏闻过程，并结合 《至正条格》的整体特点，对元代奏闻制度的历史变化，及其

背后的政治变迁，略作推测。请读者方家指正。

一 《至正条格》编纂特点

《肃严宫禁》见于 《至正条格·断例》卷一 《卫禁》。全文如下:

延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中书省奏，节该: 世祖皇帝时分，诸王驸马每，

各衙门官人每，都在主廊里坐地，商量了勾当，有合奏的事呵，先题了，入去奏

有来。如今若不严切禁治呵，不便当的一般有。御史台官奏，奉圣旨，俺内苑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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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成果体现在 《至正条格》校注本，首尔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，2006 年。



的勾当，入怯薛的怯薛官人每并怯薛丹、扎撒孙、各爱马的头目每，留守司官人
每，八剌哈赤每等，是他每合管的勾当有。俺众人商量了，写定奏目听读呵，怎
生? 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，有圣旨来。四怯薛的怯薛官、中书省官、枢密院官众
人商量来: 入怯薛的怯薛官、次着的官，各扫邻里坐地着，教入怯薛的扎撒孙各
门头守把着，不教空歇了，禁治闲人休入去者。正门上，在先爱马里也教人坐地
有来，如今依先例，各爱马里教差拨人一同守把。又东门里，在先除女孩儿、火
者之外，其余人每不教行，如今依先例，除女孩儿、火者之外，不教其余人每行
呵，怎生? 又有怯薛的官人每，有奏的事呵，题了，教入来呵，入去者。有怯薛
的人每，不该入怯薛时分，非奉宣唤，休入去者。无怯薛并无勾当的人每，入红
门去行呵，怯薛丹及各爱马的人每，初犯打七下，再犯打十七。闲人并阔端赤
每，初犯打十七，再犯打二十七。大官人每入去呵，各引两个伴当，其余官人每
入去呵，各引一个伴当者。又马奶子房里，有文字支酒的人每根底，头下卸了的
酒内，不教支与，教大酒务里支者。这般省会了，依着这般先前整治的人每根底
与赏，不依着这般严切禁治的，打着整治呵，怎生? 又在先四怯薛里各委一个

人，教常川整治有来，如今依先例，怯薛里各委一个好人，教常川整治呵，怎

生? 将这文书入怯薛时分交割着，只依这体例里省会了，整治呵，怎生? 商量

来。听读了奏目文书呵，奉圣旨: 那般者，教伯答沙明日聚着各怯薛官，扎撒孙
每省会了，依这文书体例，好生整治者。①

这件公文主体部分很清楚: 怯薛官、中书省官、枢密院官一同商量关于肃严宫禁
事宜，写定奏目，在御前奏闻，并得到批准。但此前事由部分的 “中书省奏”， “御
史台官奏”和 “奉圣旨”与主体部分关系不明晰，似经过删节。

事由部分被删节是 《至正条格》所载旨敕在形式上的显著特点。元代公文中很
大一部分是诏令，诏令可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用汉语书面语写成的诏诰，一类是硬译公

文体的旨敕。后一类占多数。硬译公文体的旨敕主体一般由几个部分构成: 一是关于
怯薛番直、奏闻地点、奏闻人员、在场怯薛等执事的记录，二是抄录事由奏目，主要
是事先准备关于奏闻缘由和内容的书面材料，三是奏闻过程和结果的记录。这类旨敕
随颁降对象的不同，而存于不同的机构或个人手中。存于个人手中的旨敕在新汗即位
后须换授。一般而言，翰林院留有所有旨敕的副本，起居注据此编纂，在起居注基础
上又编成历朝实录，《元史》诸 《本纪》，除顺帝纪直接据起居注外，其余则据实录。

翰林院修起居注时对奏目旨敕的处理原则和方法见潘昂宵 《金石例》②。存于翰林院
以及其他衙门的旨敕还成为各类政书的材料。但各类政书对旨敕的处理原则和方法是
不同的。大致而言，带有职官志性质的 《秘书监志》、 《宪台通纪》、 《南台备要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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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庙学典礼》等对相关旨敕是全文照录。《元典章》似乎是分类抄录江西行省架阁库
公文，其中的旨敕部分一般也是全文照录。《经世大典》是编撰加工痕迹最重的。全
书大致按照六部分为六典，每部分又分若干小类，每类前有总述，总述之后罗列相关

旨敕。① 《经世大典》对旨敕处理与翰林院修起居注同。只保留奏闻时间、奏闻机构
或主要奏闻人、奏闻过程和结果，而将第一部分的怯薛番直、奏闻地点、陪奏怯薛，

奏闻人中次要人物，以及第二部分奏目事由删去。且将硬译文体翻成汉语书面语体。
《六条政类》在体例上与 《经世大典》类似，但对旨敕的处理上，却是保留原貌，全
文照录。② 《元史》诸 《志》主要抄录 《经世大典》每小类总述部分，天历以后部分
则抄录 《六条政类》相关部分，故元志分为两截。

本文所讨论的 《至正条格》在元代属于国家颁布的正式法律。与 《大元通制》

为同一系统，二者编撰体例基本相同。由于 《至正条格》的发现，我们可以基本断
言元代正式成文并颁布的法律只有条格类而无律令。过去学者们对 《大元通制》和
《至正条格》二书中 《断例》内容争论很大，导致对二书性质，以至元代法律编撰特
点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。③ 新发现的 《至正条格》证明，《断例》的确没有 《名例》，
《宋刑统赋疏》所言 “名令提出，狱官入 《条格》”④，文意显豁，不必费力曲说。具
体内容也并非 “科断通例”，如唐律一般的抽象律文，而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断案事
例。《断例》与 《条格》大同小异，故元代合称 “格例”，一般地也称为 “条格”。

其实在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颁行过 《至元新格》，内容比较简单，只有十事数千字，不
按唐以来格式传统的六部分类，十事名目也不沿袭唐律和唐令，但行文特点却类似律

令，而不像传统的格。《大元通制》、《至正条格》的特点是内容为条格，编排分类却
按照唐代以来律令的分类传统。

对所引用旨敕的处理上，从 《大元通制》到 《至正条格》呈现出连贯的发展轨
迹。《大元通制》所载旨敕，删去原始旨敕第一部分中的怯薛番直、奏闻地点、奏闻
人、陪奏怯薛等内容，而只保留奏闻机构。但第二、三部分的奏目事由以及奏闻过
程、结果则还是保留。《至正条格》除延续 《大元通制》的做法，删去第一部分大部
分内容外，还删去第二部分奏目事由。上引 《肃严宫禁》的奏目，是因为奏闻者在
御前宣读，成为奏闻过程的一部分而被保留下来的。至于 “中书省奏” “御史台官
奏”“奉圣旨”等事由，则大概是因为其内容述及世祖时期情况，以及皇宫内苑的诸
管理者，具有实际的法律价值，所以才被保留下来。而事由的其他部分可能被删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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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而造成前后文意不连贯。《至正条格》中所引大部分旨敕条文，只保留奏闻时间，

奏闻机构，奏闻过程和结果。

对照唐以来格、格后敕与 《大元通制》、《至正条格》对旨敕的处理，可以很清

晰地看出，后者是有意逐步朝着前者靠拢。从汉制的角度考察，是形式上越来越合乎

唐律，编撰越来越规范。尽管如此，二书所载旨敕的蒙古特点仍然很明显。这个特点

主要是元代旨敕产生方法———御前奏闻的特点所决定的。御前奏闻一般用蒙语，圣旨

的初始文本也是蒙语，汉文副本从蒙语本硬译而来，这就决定了元代旨敕硬译公文体

的特征。至于旨敕的结构，则由奏闻过程本身的结构决定。

二 权力空间及元末政治

这个公文的宝贵之处，在于它展示了奏闻过程各环节的空间分布，我们可以通过

它还原奏闻过程，并进而考察此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权力的空间结构。

奏闻过程分若干环节，不同环节发生在不同的空间。

除皇帝所在宫殿外，这里出现三个不同的空间: 一是由扎撒孙把守的 “各门

头”。扎撒孙是怯薛诸职中颇为重要的一种。由他们把守的 “门头”显然不是八剌哈

赤把守的仓门，也不是诸卫把守的外围门禁，而是大汗所在宫城的门; 二是主廊，为

皇帝所在正殿后附属建筑，所有奏闻的人，包括诸王驸马、省院台官员都在此等候，

大汗也在经常在主廊听奏; 三是扫邻，扫邻一词亦见于 《山居新语》①、《辍耕录》②，

都解为 “宫外会集处”，《殿中标记奏事》载仁宗圣旨: “完泽，你只在这门前坐地

者!”③ 应该也是指此处。这个空间在皇帝视野之内，是次重要的空间。聚集这里的

执事人员有怯薛长、次怯薛长，也有蒙古翰林院官、内八府宰相等。

上都奏事空间结构与大都同。草原大汗斡耳朵也存在类似的空间结构。大汗斡耳

朵外一定距离，有怯薛把守的警戒线。在警戒线内，大汗斡耳朵附近似有类似柱廊性

质的幕帐，也有可能是露天。从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的行纪看，书记官在此详细询问

使者各种情况，并一一记录，以向大汗汇报。大汗同意接见后，才得以进入下一个场

合。正符合公文中 “有奏的事呵，题了; 教入来呵，入去者”④ 的程序。大汗斡耳朵

门外是下一个重要场合。这里除搜身，或有必要时过火堆等进见大汗前安全措施外，

还是重要的礼仪场合，贡献礼物，行礼在此进行。贡献礼物在蒙古风俗中占有重要位

置，并渗透进国家制度中。这个场合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在大汗的视野之内。元代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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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并不严格，特别在上都，以及大汗行帐时，许多不次际遇都发生在斡耳朵门口。

大汗所在宫帐当然是最重要的场合。关于这个场合记载非常丰富。此不赘述。就

奏闻而言，几个空间和环节关系如下: 诸王和大臣凭一定的牌符———一般是牙牌，通

过扎撒孙门禁; 至大汗所在帐殿之外，暂时停留在主廊 ( 或幕帐) 中，将需要奏闻

的事情形成书面或口头报告 ( 奏目) ，交给必阇赤; 必阇赤先请示皇帝，得到接见允

许后，引至斡耳朵门口; 通过一定的安全措施及必要的礼仪后，方得进入斡耳朵; 在

大汗近侍怯薛在场的情况下，奏事者按礼仪奏事，而必阇赤在旁记录奏事过程; 奏事

完毕后，如仪出帐，由扎里赤根据奏目和奏事过程记录撰写圣旨。

但这个过程也有若干值得深入讨论之处。一是大汗陪奏怯薛人员中，给事中和殿

中侍御史的问题。文献记载令人疑惑之处在于，给事中和殿中侍御史参与奏闻的制度

规定是在世祖朝至元初年，但圣旨中出现这二者的记录却是从武宗开始，到顺帝时最

为普遍。可能的解释有两个，一是二者在前期参与奏闻只是到斡耳朵门口为止，故未

留下在场记录; 或者虽然在奏闻现场，但主要是以怯薛身份，而非以给事中和侍御史

身份。无论哪种可能性，都可推断，奏闻过程怯薛之外的因素在增强。这似乎暗示着

元代中后期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。

我们知道，给事中和殿中侍御史一般都由怯薛担任，但怯薛职和随朝职毕竟有所

不同。这二者关系是元代政治制度史关键之一。有学者把这二者关系确定为内廷外

廷，并进而把蒙汉二元因素落实为内蒙外汉的结构①，这当然很有道理。但我们似乎

还应该注意到在元代所谓的 “内廷”“外廷”只可以作为一个大致的划分，二者之间

边界非常模糊，且处于动态的变化中。

以被视为外廷的中书省为例，不仅其长官一般由怯薛担任，奏闻权控制在有怯薛

身份的省官手中，其执掌也是内外不分，有很大一部分属内廷事务，上引公文中奏闻

内容关于肃严宫禁，但主持奏闻者也有中书省官，原因即在于此。六部也是如此。我

们很难认定其为纯粹的外廷。另一方面，在怯薛中，又不断有机构官衙化。衙门化没

有改变其内侍性质，却使得它也进入总体上属于汉制的官僚系统 ( 一方面对官僚系

统有很大的影响力，另一方面，其人员任命很大一部分须通过中书省，成为 “有印

信衙门”后，又须接受御史台监察，后期尤其如此) ，并进而逐步发生某些变化，甚

至最终蜕变。

以汗权为中心，以接近大汗程度为区分的 “内”“外”关系无疑是存在的，但在

元代这种关系是 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 “内外合一”的关系。这在很大程度上

形成朝中政局纷乱的景象，其实最终的决定因素是君臣关系。元代前期，最重要的君

臣关系是大汗与怯薛，其时朝政可称为怯薛朝政。权力发生结构性变化是从仁宗开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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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主要体现在: 在外部，草原贵族向心力减弱，而离心力加强; 在内部，怯薛对大

汗的忠诚动摇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地位下降。英宗南坡之变是一次矛盾大爆发，到文
宗两都之战后，则形成不可挽回之势。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，元代中期后，仁
宗、文宗、顺帝都是从南方放逐地被拥立为帝的，在登上大位之前身边并无完备的怯
薛班子。怯薛因素在此后的君臣关系中先天不足，这时君臣之间另外发展出一种私人
关系。自燕铁木儿以后的权相与大汗皆有一种超越怯薛的私人关系。朝政由怯薛政治
逐渐过渡为权相政治。

怯薛与权相势力消长互为因果，这种变化从一直将怯薛视为异己因素的汉制角度

观察，是制度更加 “规范”了。元代后期奏闻现场出现给事中、殿中侍御史可作如
是解，我们前文所分析的 《至正条格》法律编纂的规范化也可作如是解。事实上，
《至正条格》 “规范化”特点尚不止于此。其发出机关多为中书省，部分为院、台，

不像 《元典章》中有大量的 “特奉圣旨”“蒙古文字节该”。在内容上，针对怯薛的
条文也较多，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反映蒙古集团利益①，恐并非事实，因为这些

条文主要起约束作用。本文所分析的这个公文其实早在仁宗时期就发布了，但至正年
间被编入条格，原因也在于此。

与之相关，元代奏闻另一个前后变化是，前期参与奏闻的多为省院台长官，后期

则往往中书省主要官员都出动。这是 “规范化”的又一个表现。但我们注意到，在
世祖朝圣旨中记录的奏闻者有各色人等，决不限于省、院、台、宣政等几个衙门，御
前廷辩也不鲜见; 后期奏闻机构基本固定为省院台，参与人员众多，声音却只有一

个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参与奏闻者多为权相一党。这与伯颜的独奏性质相
同。有学者从圣旨内容分析前后期大汗有勤政厌政之别，恐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

在元代后期的奏闻现场，带刀侍卫云都赤是重要的陪奏怯薛人员，这是一个富有

意味的景象: 怯薛不再可靠，丞相也难以信任，大汗需要云都赤带来安全感。

〔作者吴志坚，1969 年生，浙江图书馆馆员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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